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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在文学的创作活

动中向来是重要而难以梳理的

话题，当然，它的魅力也正在于

困难。

一个显而易见的层面是作品

的面貌。在新时期文学的初期，不

少作品出于文化的理由，把地域

文化的表现当做作品的重要追

求，如《老井》《最后一个渔佬儿》

等。《老井》当然写的是人，是旺泉

和巧英的爱情悲剧，但这个悲剧

的感染力来源于太行山区老井村

的传统文化对人的命运的规定、

裹挟、束缚。祈雨的传统、兄弟共

娶女人的习俗、庙里的大戏、盲人

演唱、神婆、山歌、传说，等等，独特的地域文化元素，

与山村恶劣的生存环境、人的梦想与挣扎交织在一

起，从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凸显出命运的严酷、人的坚

韧、理想的崇高。《最后一个渔佬儿》面对的是传统的

打鱼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只有呈现出“传统”的

丰满，才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生活方式的凋零及其伤

感，而地域文化元素恰好可以承担展现传统的重任。

葛川江独特的自然风光、渔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鱼类

知识、滚钩的工艺、渔家风俗，没有这些地域文化的

烘托，福奎的凄凉和边缘化便难以凸显，最后一个渔

佬儿的挽歌便不足以被喧嚣的时代听见。作为对全球

化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反应，作为一种文化自觉

的态度，许多新时期文学的作品，不约而同把对地域

文化的表现视为一种叙事的策略，《红高粱》《商州》

《爸爸爸》等等，都是如此并由此形成了影响广泛的

“寻根文学”潮流。

当然，在当代文学的进程中，地域文化并非仅仅

是一种叙事策略。在后来的创作中，地域文化不再是

动机分明地表达一种文化态度，而是人物生存、生活

和命运展开的有机组成，是人物之所以如此的说明，是

作家之所以叙事的根据之一，是虚构世界得以成立、自

恰的天然逻辑。比如大多数藏地作家的作品都具有鲜

明的高原地域文化、自然特征、社会风貌，《水乳大地》

漫长生活中的坚韧、《绿松石》历史螺旋前行的善良、

《放生羊》日常生活轮回中的慈悲，都是藏地高原地域

文化与人物命运交融一体的具体呈现；大多数草原作

家的作品，都带有与农耕种植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的牧业

生活以及草原文化和自然环境，如《狼图腾》《狼孩》等在

草原文化的背景下，对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复杂关系

的表现；而《敦煌本纪》则以80万字的篇幅呈现了大漠

戈壁世界。作品以甘州、沙州、凉州、玉门关、莫高窟、嘉

峪关、乌鞘岭、祁连山等，展开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大

地；以开窟、守窟、争水、伐冰、文武和事老协会、马帮

等地域生活细节、文化事件，描绘出一幅西域大地上

前赴后继、意气澎湃的恢弘画卷。在这些作品中，地域

文化不再是与另一种文化冲撞的反

应或策略，而是确凿的建筑结构，是

作品不可分解的精神气质。

另一个层面是主体层面，是作

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尽管作家的

主体世界构建有先天禀赋、教育学

习、生活阅历、训练实践等等因素，但作家成长或长期

浸润的文化环境，即地域文化，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深刻影响作家的文学观念、题材选择和把握、思维乃

至语言习惯。在这个层面上可以把地域文化看做作家

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它对作家的影响是终极的、毕生

的，不会因为作家生活所在地域的迁徙而变化，比如

生活在北京的沈从文，写出的是湘西世界，同样生活

在北京的废名却把鄂东大山作为创作的背景地。地域

文化基因在不同作家的创作中，在同一个作家的不同

作品中的表现是如此的常见、纷繁和不同，以至于我

们往往把它视为日常，不去专门关注，或者简单地一

眼带过，也或者孜孜以求，也未能梳理出它影响一个

作家、一部作品的轨迹。《四世同堂》既体现了地域文化

对作家语言风格的影响，又鲜明地体现了地域文化对

作品题材、审美的影响。地域文化对创作主体的影响也

可以潜藏在更深的诸如世界观或哲学的层面，沈从文创

作中表现出来的被称之为“天人合一”的审美哲学，它事

实上是荆楚文化中以“老庄”为代表的自然无为的自由

精神。学界多年来一个基本的共识是，荆楚文化的审美

旨趣如阴柔之美、素淡之美、自然之美、天地大美等等

观念，在整体思维方式和具体文体的创作实践上，都深

刻影响了后来的文学以及艺术。沈从文对湘西神秘世

界的展示，对闭塞、原始、古朴地域风情的描绘，对楚地

文化、自然地理乃至诗意生活的呈现，就是地域文化对

创作主体建构和影响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例证。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荆楚文化是中华大地上

不同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它有鲜明的特质和独特的内

涵。在倡导突出荆楚特色和长江元素的当下，有必要

进一步梳理它的内涵、表现形式以及它对创作曾经的

影响。在谈到荆楚文化时，人们自然首先联想到楚国

先民筚路蓝缕的精神、屈原的诗歌、浪漫主义、巫术以

及漆器、编钟等。这些无疑是荆楚文化的一部分，但在

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

散文、长江文明、江汉平原人与水之间的关系，以及因

为水而积累的各种文化，比如江汉平原的三棒鼓、花

鼓戏、楚戏，这些文化很大程度上蕴含着人在水的包

围中生产生活生存的智慧、观念、情感。三棒鼓就是洪

水泛滥后走乡串户谋取生存的常用道具和表演形式。

总的说来，荆楚特色大致上有，以楚辞为代表的

浪漫主义抒情传统，充满热情和奇特的想象；以老庄

思想为主体的文化哲学，这是荆楚文化中带有系统

性、整体性意味的本体论思想，在美学追求上它强调

自然、直觉、意境、气韵、体悟、想象等等，这些今天人

们论及艺术仍然不断探讨的话题，其源头正是荆楚文

化的老庄思想；围绕水而衍生的水文化以及水社会。

在河流密布的荆楚大地，人与水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

系的重要或主要部分。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人们不仅

思考着堵、疏这些基本的治水策略，也有诸如围垸、挽

堤、造田、养殖、造船、航运、织网、捕捞、抗洪、防汛等复

杂而系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风俗；荆楚地

域有影响的戏曲文化，历史文化、革命文化以及改革开

放40年进程中产生的地域性现象，如建筑之乡、小龙

虾第一县、世界一流的桥梁大坝建设队伍等等。

这些不算严谨的归纳，包括了地域文化的各个层

面，它们在当代文学中的呈现当然是不平衡的，有的

表现的充分，有的没有得到呈现或者很少被观照到。

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把国内革命、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通过轮船公司和航运事业

展现在千里长江之上，集浓郁的地域风情和长江元素

为一体，堪称一部磅礴的表现长江元素的宏大叙事。

映泉的三卷本《楚王》涵盖从楚国的创立到灭国，作家

比较系统地展现了早期荆楚大地的地域文化和长江

文明。在他们之后，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多部长篇，

对大别山的自然地理、社会风情、民间风俗、革命历史

给予了立体的观照和书写，某种角度上，这些作品健

全和丰富了社会对大别山的认识。池莉的《来来往往》

《汉口情景》也从未有过地扩大了外界对汉口城市风

貌和地域文化的了解，传达了一座城市的气质。而近

年来李修文在散文创作中，十分重视荆楚地方戏曲元

素，以艺术实践阐释了创造性转化的魅力。

在新时代的文学发展中，无论是自觉把地域文化

变成艺术表达的语言，还是进一步凸显荆楚特色和长

江文化，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待于真正扎根人

民，汲取地域文化的营养，把优秀的地域文化转化成

为艺术血液和本能，贯穿字里行间，彰显出有根底有

基因的艺术魅力。

责任编辑：李晓晨 电话：（010）65389204 2019年5月10日 星期五文学院

文化文化、、文气与文学文气与文学

本期话题：

谈到地域文化与写作的关联度，有着丰富阅读经验与

写作实践的作家，会如数家珍般地说出：沈从文的湘西、莫

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刘亮程的库车，颜歌的平

乐镇，王安忆的上海弄堂等等；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笔

下耶路撒冷和基布兹两重交相叠印的世界——胡狼嚎叫

的地方，福克纳邮票一般大的南部小镇田纳西州、奥利维

娅·莱恩的乌斯河等等。一个作家、诗人都有或大或小的一

块精神领地，一纸有边界的王国。这块领地与王国承载着

一定的地域文化，或许，它是他一直没有走出去且为之吟

唱不已的家乡，或许，它是他用类似行走的方式开疆拓土

般打造的精神帝国。前者会类似托尔斯泰晚年固守的一座

庄园，后者，也有可能是奈保尔通过行走后形成的纸上的

中东或印度。对作家、诗人而言，对这块领地拥有的真正标

志是作品的呈现——其形式可以是小说、诗歌、剧本，当

然，也没有人能剥夺其采用非虚构方式的权利。

发现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是一个作家、诗人多

大的福祉。这需要足够的智力与眼力。21世纪初，我因为工

作关系到了贺兰山下，发现了西夏这座历史富矿。对这座

富矿的文学探掘，曾有日本作家井上靖写过反映西夏的小

说《敦煌》，也有宁夏本土作家、诗人写过诗歌、小说，但没

有人以非虚构文体创作过。发现一个好的写作题材，对一

个作家、诗人来说意味着初恋般的激动、欢喜、新鲜。西夏，

这个湮灭了800多年的神秘王朝留给后世更多的是空白，

这对我如何书写它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从有限的历史资

料、文献中发现它在地域文化内的独特历史魅力，如何从

有限的阅读资源里提升获取力和审美的

构建力，如何解读内蒙古草原、河套平

原、青藏高原、川西大峡谷、河西走廊等

托载西夏的地域文化，成了横在我面前

且需要跨越的门槛。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序中

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

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这句话对我

选择以何种书写方法体现西夏的地域文

化点亮了一盏灯：我选择非虚构。我放弃

了之前一直坚守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诗

歌创作，转向面对一片巨大地域承载的

历史文化的非虚构写作。这不是简单的

写作方法取舍，而是要更精准地表达自

己发现的题材，如何以现代思维方式及

适合自己的写作手法面对传统历史题

材，如何以非虚构的方式给西夏的历史

表达提供一条可靠的渠道。这种选择需要眼力，需要田野调查能力、现场观

察能力和情景感受力，敏感地捕捉穿越一个个地域文化场时的细节。这其实

也是解决一个作家“写什么”的选择难题。

邂逅西夏且选择以非虚构的方式来书写这个历史题材时，是选择了慢

书写，要有一个巨大的胃来消化大量的文献资料和采访素材，是自己要打造

一辆手推车丈量历史的细节和有关的地域文化。人文书写和田野调查就是

这辆手推车的两个轮子。西夏的具体疆域和其文化魅力的影响区域，对我就

是巨大的难以抗拒的召唤，我放下了自己已经坚持10多年的诗歌创作，将

写作的方向盘毫不犹豫地拨向了西夏之路。20多年的坚守之后，我才发现，

这不是偶然的选题动念和写作冲动，是对一场文学召唤做出的明智呼应。

20年的写作坚守也印证了这是一次文学创作长旅的预谋和积累，自己是被

诗歌借去一段时光的非虚构写作者。

选择对西夏王朝的书写，就是选择了在一张大纸上落下一滴墨，其印迹

很快扩散，让我的写作视域不断拓展，写作边界不断扩散。20多年来，我的

写作视域还涉及了“大西北地理”“青藏高原”“黄河”和“伊斯兰文明的中国

之旅”等或块状或线条状的地域文化。非虚构的写作方式需要以脚力丈量大

地，通过田野调查获取写作素材。以西夏为例，为了探寻建立西夏王朝主体

民族党项羌的族源，我多次前往甘肃、四川和青海三省交界处的黄河流域及

青海湖北部地区，记者的职业让我在田野调查中获得了便利，收获了大量珍

贵的采访资料；为了寻找西夏王朝灭亡后其皇室后裔的逃亡地带，我前往四

川和云南交界处的藏羌彝文化走廊、西藏的日喀则地区、西藏和尼泊尔交界

地带，仅为追寻西夏后裔的去向与落脚点，我的足迹遍布中国20个省区，记

者、行者、学者、作者的身份集聚，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中国有史传文学的传统，外国也有巴尔扎克写编年史、列夫·托尔斯泰

写民族史、罗曼·罗兰写心灵史，探寻西夏的过程中，我逐步产生了史的书写

概念。这或许就是奈保尔所说的“作家视角”的问题，这不是简单地给自己的

作品冠以“史”的头衔，而是让作品具备史的气质和灵韵。这才有了关于西夏

的非虚构作品《王朝湮灭》《西夏王朝》《王族的背影》《西夏史》《西夏陵》《消

失的帝国》等书的问世。对西夏的穿越过程，我的足迹恰好也穿越在黄河

流域，便有了《大河远上》《中国新天府》这样的书。贺兰山对西夏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便完成了《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而穿行于和

西夏有关的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时，其地域文化更是各有千秋，走过

看过之后我写下了《宁夏之书》《青海之书》《内蒙古之书》《文字背后的

美丽》等人文地理之书。从帕米尔高原沿着丝绸之路到西安，从新疆塔城

到黑龙江漠河的草原游牧地带，我抱着“替熟悉的陌生朋友”说话，完成了

“伊斯兰文明的中国之旅”的《月光下的微笑》《青草间的信仰》《青藏的屋檐

下》等书。这些非虚构作品，是自己的笔力体现出对不同地域文化中不同的

历史、文化、民俗、信仰、变化的多元书写，是20多年的非虚构书写初心不变

的答卷，是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

选择非虚构，并不是简单地解决“如何写”的技术问题，也不是简单让历

史文化、地域文化和写作巧妙地和解的问题，这是我在拜会写作的上帝途

中，与普通人打招呼的真实图景，是我在地域文化的多元表达中，找到了属

于自己的声道。

地域文化不是山水文化的简单搬运或描摹，如何打造属于自己的地域

文化构建力、评判力，所选择题材的驾驭力、理解力、解码力及写作中的表达

力，最终达到重建文学与历史、现实甚至未来关联的写作实践，体现时代的

写作叙事能力，是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具备的素养。良好的眼力和勤奋的脚

力，仅仅是获取文学创作素材的前提，文献资料通过案头储备掌握了，写作

素材也经过田野调查获取了，该如何进入写作程序？怎样书写地域文化中暗

含的历史？如何写出在同代作家中具备辨识度、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如

何营造一个激活的状态并用时代的精神叙事方法来完成自己的书写？如何

把感人的历史细节植入合理想象的设计中？如何在枯燥的文献资料中打捞

出历史人物的灵性？如何解决非虚构的核心问题——怎样讲述真实？如何准

确地书写选择题材的时代精神与真相？如何“一下子就从各种毛糙的感受中

一把拎出那最耀眼的细节？（雷达语）”

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依然在努力探索与认真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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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

学”。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如

遭电击，认为这话说得太精辟了，由此

对作者大为佩服。这句话出自汪曾祺

的《怀念德熙》一文：“同时具备科学头

脑和艺术家的气质，我以为是德熙

（注：朱德熙，汪曾祺大学同学，北大教

授，著名学者）能在语言学、古文字学

上取得很大成绩的优越条件。也许这

是治人文科学的学者都需要具备的条

件。德熙的治学，完全是超功利的。在

大学读书时生活清贫，但是每日孜孜，

手不释卷。后来在大学教书，还兼了行

政职务，往来的国际、国内学者又多，

很忙，但还是不疲倦地从事研究写作。

我每次到他家里去，总看到他的书桌

上有一篇没有完成的论文，摊着好些

参考资料和工具书。研究工作，在他是

辛苦的劳动 ，但 也 是 一 种 超 级 的 享

受。他所以乐此不疲，我觉得，是因为

他随时感受到语言和古文字的美。一

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汪曾

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这篇文章

写于1992年9月7日，此前不久，朱德

熙病逝于美国，汪曾祺情难自抑，撰文

回忆大学时代的这位挚友。“感受到工

作中的美”，这样的人生，确实是值得

一过的。

有一天，我在读朱光潜的名文

《“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

化》时，读到了同样的意思：“哲学和科

学穷到极境，都是要满足求知的欲望。

每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于他自己所见

到的一点真理（无论它究竟是不是真

理）都觉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热忱去欣

赏它。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中

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了。‘地球绕

日运行’‘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一类

的科学事实，和《密罗斯爱神》或《第九

交响曲》一样可以摄魂震魄。科学家去

寻求这一类的事实，穷到究竟，也正因

为它们可以摄魂震魄。所以科学的活

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善与

美是一体，真与美也没有隔阂。”（《谈

美》，安徽教育出版社）如果说，“一切

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是一句判

断的话，朱光潜上面的话简直就是对

它的详细论证，最后的结论是：“科学

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

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没有隔阂。”

1929年，《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

版，朱光潜说：“一到英国，我就替开明

书店的刊物《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

写稿，曾搜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出版。这部处女作现在看来不免有些

幼稚可笑，但当时却成了一种最畅销

的书，原因在我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

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我和广大青

年建立了友好关系，就从这本小册子

开始。此后我写出文章不愁找不到出

处。接着我就写出了《文艺心理学》和

它的缩写本《谈美》。”（《温和的修养》，

东 方 出 版 中 心）《“ 慢 慢 走 ，欣 赏

啊”——人生的艺术化》出自《谈美》一

书，该书初版于1933年，其时，汪曾祺

13岁，正读初中二年级。1934年，升入

初三，其时，“（语文老师）张道仁给予

汪曾祺很大的影响。张毕业于上海大

夏大学，是他比较系统地把新文学传

到高邮。汪曾祺曾在专写给张先生的

一首诗中称赞他：“‘汲汲来大夏，播火

到小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

版社）张道仁向自己心爱的学生推荐

当时较好的励志书，这是一种可能。

1939年至1944年，汪曾祺就读于

西南联大中文系，认识了仰慕已久的

朱自清、闻一多和沈从文等著名学者，

特别是沈从文，更是成为他一生的良

师益友。而沈从文和朱光潜，至少在

1936年就是好朋友，“胡适和杨振声等

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了一

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

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

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和

我……杂志一出世，就成为最畅销的

一种文艺刊物。”（《温和的修养》，东方

出版中心）据介绍：《文学杂志》于1937

年5月创刊，至8月，出了4期。抗日战

争爆发后停刊。1947年复刊，1948年

出了 6期后终止，前后共出了3卷 22

期。可见，沈从文和朱光潜曾是一个

“战壕”里的战友，由沈从文向汪曾祺

推荐朱光潜的书，也是情理中的事。

总而言之，“一切科学，到了最后，

都是美学”，汪曾祺的这一思想，是来

自朱光潜的影响的。

说到沈从文和朱光潜的友谊，我

不禁想到抗战初期两人一起逃难的故

事。事情的经过见朱光潜写于1938年

的《露宿》：“由平到津的车本来只要走

两三点钟就可达到，我们那天——8月

20 日，距北平失陷半月——整整地走

了十八个钟头。晨 8 时起程，抵天津老

站已是夜半……我们路不熟，遥遥望

着前面几个人影子走，马路两旁站着

预备冲锋似的日本兵，刺刀枪平举在

手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的命就

悬在他们的枪口刀锋之上，稍不凑巧，

扑剌一声，便完事大吉。没有走上几步

路，就有五六个日本兵拦路吼一声，叫

我们站住。我们一行四人，我以外有杨

希声上官碧黄子默，都说不上强壮，手

里都提着一个很沉重的行李箱走得喘

不过气来。听到日本兵一吼，落得放下

箱子喘一口气。上官碧是当过兵、走过

江湖的，箱子一放下，就把两手平举起

来，他知道对付拦路打劫的强盗例当

如此。在这样姿势中他让日本兵遍身

捏了一捏，自动地把袋里一个小皮包

送过去，用他本有的温和的笑声说：

‘我们没有带什么，你看。’包里所藏的

原来是他预备下以后漂泊用的旅行费

和食粮，其他自然没有什么可搜。”

（《大美人生：朱光潜随笔》，北京大学

出版社）

这位很有逃难经验的上官碧实在

太有意思了，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

沈从文，上官碧是他那时常用的一个

笔名。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

大》一文里写道：“沈先生有很多书，但

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

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

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

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

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

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

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

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

了。”（《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

社）在借书上很大方的沈从文，把朋友

朱光潜送给自己的书，转借给自己心

爱的学生，也是很正常的事。

对了，这里提到的杨希声，就是杨

振声，希声是他的笔名。1937年，杨振

声、沈从文和朱光潜一起逃难，正是

《文学杂志》出满4期的时候。三人关系

之好，是可想而知的。

今年1月，历经8年编校、共计400

余万字的《汪曾祺全集》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尽管手头已有汪曾祺作品

的绝大多数单行本，但我还是毫不犹

豫地购买了这套“迄今为止收文最

全”的12卷《全集》。展读新书，重读《怀

念德熙》《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美

好的感觉一点不亚于初读。这使我想

到，汪曾祺不仅是一名“抒情的人道主

义者”，更是一位追求文学之美的践行

者，“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外统”，

他对文体之美、文字之美的探索和坚

持，是他的文章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

关键所在。多少名家的作品，甚至获大

奖的作品，热闹几年之后就无声无息

了（大多数是文字较平，经不起重读），

而汪曾祺先生离开人世22年了，他的

书却每年都在出版，数量已经超过生

前。《全集》一推出，就受到读者的热烈

欢迎，可见他的“热”度远没有降温。这

位秉持“人间送小温”写作原则的作家

仍在人世间传递温暖。他的文章是一

个字一个字写出的，你无法一目十行

地打发，这一个一个活着的文字，像小

鹿，像水晶，像青橄榄，像带露珠的晓

荷，灵动、有趣、醒目、提神，吸引你一

个字一个字地读，让人回味不已。我经

常爱用泰顺的廊桥作比，很多桥造得

或简陋，或结实，但都不美，我们过桥，

从此岸到彼岸，目标完成，经常“过河

拆桥”，并不把桥放在心上。而泰顺的

廊桥，结实自不用说，桥造得美轮美

奂，桥上还建起屋子，雕梁画栋如彩虹

飞架水面，人们过桥，桥本身成为让人

流连忘返的风景。汪曾祺的作品就像

廊桥，你在知道故事的结局后仍愿意

从头到尾再读一遍，正因为她那妩媚

的美：文体美、文字美。“一切科学，到

了最后，都是美学”，这其实也是汪曾

祺的夫子自道。

地域、文化与气质：
兼说荆楚特色和长江元素

□李鲁平

文章修养与文气相投：
一句名言的考证

□南 宋


